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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财政支出如何提升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

岳　 立,姜丽雯

(兰州大学
 

经济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作为支持绿色发展的重要财政政策工具,绿色财政支出通过资金支持效应和政策导向

效应推进城市绿色转型,能够显著提升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 采用 2010—2021 年我国 259 个城

市的面板数据,通过 Super-SBM 模型测度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分析表明:绿色财政支出显著提

升了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绿色技术创新和公众环境关注度发挥了中介作用,财政压力、创业活

跃度、环境规制则产生了调节作用,即绿色财政支出可以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提高公众环境关

注度来提升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财政压力减小、创业活跃度提高、环境规制增强会强化绿色财

政支出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提升作用。 异质性分析发现,绿色财政支出对城市土地绿色利

用效率的提升作用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及非资源型城市显著,而在西部地区和资源型城市不显著。
因此,应改善财政状况,提高绿色财政支出强度、绿色技术创新支持力度、公众环境关注度和创业活

跃度,激励创业发展,加强环境规制,持续提升土地绿色利用效率。
关键词: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绿色财政支出;绿色技术创新;公众环境关注度;财政压力;创业活

跃度;环境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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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作为重要生产资料的土地资源是“三生”空间发展的载体(徐志雄
 

等,2021) [1] 。 在可持续发展背景

下,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土地利用模式亟待转型,土地利用与管理现代化必须坚持绿色发展的方向和

原则,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魏钰邦
 

等,2021) [2] 。 城市土地的绿色利用离不开“有为政

府”的宏观调控。 绿色财政支出是政府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也是实现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和

生态改善的重要途径(胡丽娜
 

等,2023) [3] ,而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则是衡量经济效能、人居质量与生

态保护的关键指标。 那么,在城市经济发展实践中,绿色财政支出的增长是否显著提升了城市土地绿色

利用效率? 怎样才能更有效地发挥绿色财政支出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提升作用? 深入探究以上

问题,对于促进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构建和谐的人地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受到学界广泛关注,相关实证研究在不断优化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测度方

法的基础上对影响我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众多因素进行了探讨。 这些因素大体上可以分为两

类:一是区域发展状态方面的因素,包括区域一体化(陈丹玲
 

等,2021;沈思远,2022) [4-5] 、新型城镇化

(张东玲
 

等,2022;陈红梅
 

等,2024) [6-7] 、数字经济发展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范翔宇
 

等,2023;边志强,
2024) [8-9] 、技术创新(陈丹玲

 

等,2022;张瑞
 

等,2023) [10-11] 、交通发展(卢新海
 

等,2023;严思齐
 

等,
2024) [12-13] 、能源利用(任文琴

 

等,2024) [14] 、城市扩张(章屹祯
 

等,2024) [15]等;二是相关政策因素,包括

环境规制(徐志雄
 

等,2021) [1] 、环保考核(卢新海
 

等,2023) [16] 、经济增长目标管理(边志强,2024) [17] 、
林长制政策(王智林

 

等,2024) [18] 、低碳试点政策(姜旭
 

等,2023) [19]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边志强,等,
2023) [20] 、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建设(张倩华

 

等,2024) [21]等。 总体来看,尽管关于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

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已较为成熟,但在财政制度和行为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方面鲜有文献论

及,尤其缺乏基于我国经济实践的经验证据。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与关键支柱,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具有重要影响。 具体到城市土

地利用层面,财政政策可直接或间接影响土地资源配置和土地开发模式。 个别文献探讨了土地财政

(Zhong
 

et
 

al. ,2022) [22] 、排污费改税改革(Peng
 

et
 

al. ,2023) [23] 等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但
尚未有文献关注到绿色财政支出这一关键财政政策工具的影响。 绿色财政旨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其核心在于实现效率、公平与稳定三大财政原则的最优融合与平衡(韩文博,2006) [24] ,涵盖了绿色财政

收入、绿色财政支出、绿色转移支付、绿色政府采购和绿色财政管理等多个方面。 绿色财政支出通过财

政手段直接支持生态文明建设,为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提供财政保障,能够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产

生重要影响。
有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探讨绿色财政支出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及其机

制,并使用非期望超效率(Super-SBM)模型评估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进而以 2010—2021 年我国 259
个城市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检验。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包括:一是从绿色财政支出维度拓展了财政制

度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并为通过增加绿色财政支出提升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提供了经验证

据;二是探究了绿色财政支出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提高公众环境关注度来提升城市土地绿色利用

效率的作用机制,有助于深入认识提高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内在驱动力与有效路径;三是考察了财政压

力、创业活跃度、环境规制等对绿色财政支出影响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调节作用,以及绿色财政支

出影响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区域异质性,为进一步充分发挥绿色财政支出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

率的提升作用提供了经验借鉴和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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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 绿色财政支出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直接影响

绿色财政支出可以通过资金支持效应和政策导向效应直接作用于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
(1)资金支持效应。 根据萨缪尔森的公共物品理论,许多环境保护项目(如污染治理、生态修复等)

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可视为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 私人部门由于难以从这些项目中获

取全部收益,往往存在环保投资不足的问题。 同时,根据外部性理论,企业或个人通常只关注自身的经

济利益,忽视其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这种负外部性会导致环境资源的过度使用和污染排放的加剧。
为纠正市场失灵,政府通过绿色财政支出为环保项目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确保此类项目的实施,并通

过设立专项基金、提供研发补贴等方式降低企业绿色转型的成本负担,使负外部性内部化,推动企业加

快绿色发展。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是城市土地资源在开发利用过程中生产要素投入产出的效率,取
决于城市各经济主体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因而环保项目的实施和企业的绿色转型最终会体现为城市

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提升。 因此,绿色财政支出为环保项目及企业绿色转型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能够

有效促进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及节能减排(杜俊涛
 

等,2023) [25] ,从而有力推动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

的提升。
(2)政策导向效应。 根据信息经济学中的信号理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一方可以通过发送特

定“信号”来向另一方传达自己的意图。 政府增加绿色财政支出可以被视为一种强有力的政策信号,表
明政府在环境保护与绿色发展方面的坚定立场与明确导向。 这一政策信号会影响投资者对未来市场的

预期,促使其更倾向于选择那些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土地利用项目。 此外,作为一种经济刺激工具,
绿色财政支出还可以向市场发出绿色项目利好的经济信号,促进资源流向绿色发展领域( Roy

 

et
 

al. ,
2013) [26] 。 总之,绿色财政支出不仅会激励企业积极投入能够提高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项目和技术研

发中,还可以激励消费者采取更加环保的生活方式,共同促进城市的绿色发展。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1:城市绿色财政支出增加能够显著提升其土地绿色利用效率。

2. 绿色财政支出提升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路径

(1)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路径。 作为政府支持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具体工具,绿色财政支出通

过税收优惠、补贴、直接投资等手段,为绿色技术创新、绿色生产模式推广等提供经济激励与资金支持,
能够有效降低经济主体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成本和风险,从而促进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胡剑波

 

等,
2023) [27] 。 这一观点与波特假说的核心理念相契合,即适当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刺激企业进行创新活

动(Porter
 

et
 

al. ,1995) [28] ,进而提升整体经济绩效。 技术创新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方面发挥着关键作

用(杜俊涛
 

等,2023) [25] ,绿色技术创新带来的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优势可以为土地的绿色利用提供强

大动力(谢皖东
 

等,2024) [29] 。 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不仅能够优化土地资源的配置模式,还能提高

土地利用的效率和可持续性,从而提升城市土地绿色利用的整体效率。 比如:土地规划管理领域的绿色

技术创新通过智能规划系统实现对城市土地资源的全面精准评估与实时优化调整,提高土地资源的配

置效率;可再生能源利用和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的绿色技术创新可以提升土地利用的环境友好性和可

持续性,实现土地的集约利用与循环利用,从而提升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
(2)提高公众环境关注度路径。 作为政府引导绿色发展的重要工具,绿色财政支出不仅直接投入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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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还通过信号传递作用增强社会各界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 这一过程体现了政府

利用财政手段来动员社会力量的策略(王智林
 

等,2024) [18] 。 通过政府公告、媒体报道等渠道,绿色财政

支出增加向公众表明政府对环境保护的坚定决心,并以实际行动增强信息的透明度和可信度,从而提升

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而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是对政府环境治理的有效补充和监督。 随着公众

对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市场对环保产品的需求增加,这会促使企业加大环保投资,改进生产技术,提升

产品绿色度。 公众环境关注度的提高还能够促进绿色发展的社会资本积累,增强社区居民的环保意识

和环保参与度,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环保活动、有效监督企业和政府行为则会进一步推动城市土地绿色利

用效率提升。 此外,公众环境投诉的增加会促使地方政府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提高环境规制水平。 这种

由下而上的监督机制有助于降低环境治理中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优化土地资源配置,进而提升城市土地

绿色利用效率(郑思齐
 

等,2013) [30] 。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2:绿色财政支出能够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提高公众环境关注度

两条路径来提升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

3. 影响绿色财政支出提升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作用的因素

(1)财政压力的影响。 公共经济学理论指出,作为公共资源的分配者,政府的政策选择和行为会直

接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 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不仅会影响其自身的行为选择,还能影响市场预期和投

资者行为,从而影响绿色财政支出的政策效果。 在不同的财政压力下,政府对各项支出的紧迫性和必要

性有不同的评估。 由于绿色发展项目的回报周期较长、风险较大,短期内难以实现显著的经济绩效,当
面临的财政压力较大时,政府可能会将其排在较低的优先级,降低对绿色项目的补贴和优惠力度,这会

降低企业和投资者实施绿色项目的积极性,从而影响绿色财政支出的实施效果。 同时,财政压力的增大

还可能导致市场对政府未来政策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加,企业和投资者会因担心政府无法持续支持绿色

发展而减少对绿色项目的投资,这将进一步削弱绿色财政支出的绿色投资激励效果。 因此,城市财政压

力的加大不仅会迫使地方政府优先考虑短期内能够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的项目,改变财政支出结构,降低

绿色财政支出比例,而且还会弱化绿色财政支出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提升作用。
(2)创业活跃度的影响。 城市创业活跃度较高意味着该城市拥有较强的创业能力和丰富的创业资

源,在这样的环境下,创业企业通常更加灵活,能够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和技术进步,可以更快地吸收和利

用政策红利,更好地将绿色财政支出转化为具体的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发展方案,进而带来更大程度的

土地资源绿色利用效率提升。 同时,创业活动增加会加剧市场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使得绿色财政

支出能够激励更多的资源投入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项目实施中,这种资源优化配置有助于绿色财政支

出的政策效果最大化,从而更有效地提升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 此外,在创业活跃度较高的城市,创
业创新主体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较多,企业家精神也更容易被激发出来,促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

断加大创新投入,从而驱动知识与技术的不断迭代与升级(张慧
 

等,2023) [31] ;同时,绿色财政支出可以

更好地通过知识和技术的外溢效应推动城市发展的绿色转型升级,产生更显著的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

率提升效应。 因此,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提高能够通过提高经济主体的政策响应度、增强资源配置优化效

应和知识技术溢出效应等来强化绿色财政支出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提升作用。
(3)环境规制的影响。 环境规制是一种外部强制力,其通过法律法规等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促使

企业和个人在土地使用和资源利用过程中采取更加绿色、可持续的方式。 环境规制的增强会提高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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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门槛(章屹祯
 

等,2023) [32] ,不符合环保标准的企业将被淘汰,有利于减少污染排放和提高城市土地

绿色利用效率(徐志雄
 

等,2021) [1] 。 环境规制与绿色财政支出存在互补关系,绿色财政支出为绿色转

型提供资金支持和政策引导,而环境规制则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确保相关政策的有效实施,这种互补性

有利于绿色财政支出更有效地提升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 同时,随着政府环境规制的加强,公众的环

境保护意识不断提高,形成更加广泛的社会共识和行动基础,公众的监督能够更有效地约束政府和企业

行为(吴磊
 

等,2020) [33] ,这种社会氛围有助于增强绿色财政支出的政策效果。 因此,环境规制与绿色财

政支出相结合可以为经济主体的绿色发展提供更强的正向激励,环境规制的增强能够促使绿色财政支

出产生更显著的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提升效应。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3:财政压力加大会弱化绿色财政支出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提

升效应,而创业活跃度提高和环境规制增强能强化绿色财政支出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提升效应。
上述理论机制可总结如图 1 所示。

图 1　 绿色财政支出影响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作用机制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处理

1. 基准模型设定

为检验绿色财政支出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设定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ULGUE it =α0 +α1Fiscalit+αControlit+μi+μt+εit

其中,i 和 t 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被解释变量(ULGUE it) “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为 i 城市 t 年的土地

绿色利用效率,核心解释变量(Fiscalit)“绿色财政支出”为 i 城市 t 年的绿色财政支出水平;Controlit 表示

控制变量,μi 和 μt 代表个体(城市)固定效应和时间(年份)固定效应,εit 为随机扰动项。

(1)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测度。 借鉴 Tone(2002) [34] 的方法,采用包含非期望产出和松弛变量

的超效率 SBM 模型来计算样本城市在样本期间的土地绿色利用效率。 参考胡碧霞等(2018) [35] 、陈丹玲

等(2022) [10] 、范翔宇等(2023) [8]的研究,选取投入指标、期望产出指标和非期望产出指标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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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测度指标

类　 别 具体指标 测度方法 单位

投入指标

劳动力要素 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 万人

资本要素 资本存量,以 2010 年为基期,使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单豪杰
 

等,2008) [36] 亿元

土地要素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km2

期望产出指标
经济效益 二、三产业增加值 亿元

生态效益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非期望产出指标
环境污染指数 工业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使用熵权法综合) —

碳排放量 采用丛建辉等(2014) [37] 的方法测算 万吨

(2)城市绿色财政支出水平的测度。 狭义的绿色财政支出即环境保护支出(如污染防治、监测与监

察等),广义的绿色财政支出还包括生态建设、能源节约利用等领域(魏吉华
 

等,2018) [38] 。 我国在 2007
年对财政收支分类科目进行调整,设立“环境保护”科目,2011 年将其改为“节能环保支出”(包括环境保

护、环境监管、污染治理、能源利用等内容)。 本文使用人均节能环保支出的自然对数值来衡量样本城市

的绿色财政支出水平。
(3)控制变量的选取。 参考徐志雄等(2021) [1] 、卢新海等(2023) [16] 、王智林和尚航标(2024) [18] 的

研究,采用以下 5 个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一是“基础设施水平”,用人均道路面积衡量;二是“科技支出

水平”,用科学技术支出与 GDP 之比衡量;三是“政府干预程度”,用地方政府一般预算内支出与 GDP
 

之

比衡量;四是“产业结构”,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衡量;五是“对外开放水平”,用外商直接

投资总额与 GDP 之比衡量。

2. 机制检验方法

为验证绿色技术创新和公众环境关注度的中介作用,本文参考江艇(2022) [39] 的方法,构建如下计

量模型:
Mit =β0 +β1Fiscalit+βControlit+μi+μt+εit

其中,Mit 为中介变量。 选取以下两组中介变量:一是“绿色专利申请数”和“绿色专利授权数”,用以

检验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 专利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

绿色技术清单进行分类号筛选,并进行对数化处理。 二是“百度雾霾搜索指数”和“环境污染搜索指数”,
用以检验公众环境关注度的中介作用。 参考吴力波等(2022) [40] 的做法,分别基于网民在百度上对“雾

霾”和“环境污染”关键词的搜索量来测算样本城市的“雾霾百度搜索指数”和“环境污染搜索指数”,用
其衡量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

为验证财政压力、创业活跃度和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构建如下调节效应模型:
ULGUE it =γ0 +γ1Fiscalit+γ2Tit+γ3Fiscalit×Tit+γControlit+μi+μt+εit

其中,Tit 为调节变量。 选取以下 3 组调节变量:一是“财政压力 1”和“财政压力 2”,用以检验城市

财政压力的调节效应。 参照杨得前和汪鼎(2021) [41]的做法,以“(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地方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计算得到“财政压力 1”;借鉴胡彬和余子然(2021) [42] 的做法,以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 GDP”计算得到“财政压力 2”。 二是“创业活跃度

1”和“创业活跃度 2”,用以检验城市创业活跃度的调节效应。 参考白俊红等(2022) [43] 的做法,分别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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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每百人新创企业数”(数据来自企查查数据库)和“私营企业和个体从业人员与年末从业人数之比”
来衡量“创业活跃度 1”和“创业活跃度 2”。 三是“低碳城市试点”,用以检验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 借

鉴李思慧(2023) [44]的做法,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环境规制强化的外生干预措施(开展低碳城市试

点会促使试点城市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构建是否为试点城市的虚拟变量“低碳城市试点” (开展低碳城

市试点的样本城市在试点当年及以后年份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此外,参考刘亦文和邓楠

(2023) [45]的做法,根据 2007 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将研究样本划分为“环保

重点城市”和“非环保重点城市”两组,进行分组回归,以进一步验证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

3. 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剔除部分数据缺失严重的城市后,本文最终以 2010—2021 年我国 259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

据为研究样本。 所用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等,并使用插

值法对个别缺失数据进行填补。 表 2 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　 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土地绿色利用效率 3
 

108 0. 605 0. 277 0. 159 1. 199

解释变量 绿色财政支出 3
 

108 -3. 871
 

-0. 796
 

-6. 275
 

-1. 985

控制变量

基础设施水平 3
 

108 17. 746 7. 169 4. 370 39. 036

科技支出水平 3
 

108 0. 027 0. 023 0. 003 0. 127

政府干预程度 3
 

108 0. 189 0. 079 0. 076 0. 459

产业结构 3
 

108 0. 991 0. 469 0. 327 2. 885

对外开放水平 3
 

108 0. 018 0. 017 0. 000 0. 078

中介变量

绿色专利申请数 3
 

108 5. 005 1. 664 1. 386 9. 216

绿色专利授权数 3
 

108 4. 533 1. 648
 

1. 099 8. 609

百度雾霾搜索指数 3
 

108 40. 987 49. 896 0. 005 263. 633

环境污染搜索指数 3
 

108 24. 498
 

26. 404 0. 000 164. 507

调节变量

财政压力 1 3
 

108 1. 744 1. 491 -0. 007 7. 354

财政压力 2 3
 

108 0. 112 0. 081 -0. 001 0. 376

创业活跃度 1 3
 

108 1. 230 0. 978 0. 278 6. 244

创业活跃度 2 2
 

838 0. 140 0. 119 0. 0183 0. 754

低碳城市试点 3
 

108 0. 333 0. 471 0. 000
 

1. 000
 

四、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1. 基准回归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见表 3,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是否控制个体与时间固定效应,“绿色财政支

出”的回归系数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增加绿色财政支出显著提升了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假
说 1 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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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　 量 土地绿色利用效率

绿色财政支出 0. 092
 

8∗∗∗(0. 006
 

0) 0. 084
 

0∗∗∗(0. 006
 

4) 0. 085
 

4∗∗∗(0. 007
 

7) 0. 022
 

0∗∗∗(0. 007
 

1)

基础设施水平 0. 003
 

0∗∗∗(0. 000
 

7) 0. 003
 

8∗∗∗(0. 001
 

0) -0. 001
 

4(0. 000
 

9)

科技支出水平 1. 368
 

8∗∗∗(0. 235
 

5) 2. 137
 

6∗∗∗(0. 288
 

7) 0. 789
 

9∗∗∗(0. 250
 

5)

政府干预程度 -0. 180
 

4∗∗∗(0. 065
 

1) 0. 117
 

0(0. 110
 

4) -0. 514
 

5∗∗∗(0. 097
 

5)

产业结构 0. 020
 

2∗(0. 011
 

0) -0. 011
 

6(0. 014
 

3) -0. 077
 

9∗∗∗(0. 015
 

7)

对外开放水平 -2. 660
 

9∗∗∗(0. 306
 

6) -1. 742
 

4∗∗∗(0. 359
 

0) -0. 487
 

1(0. 309
 

1)

常数项 0. 963
 

9∗∗∗(0. 023
 

8) 0. 900
 

6∗∗∗(0. 036
 

3) 0. 829
 

5∗∗∗(0. 045
 

6) 0. 644
 

2∗∗∗(0. 039
 

5)

城市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
 

108 3
 

108 3
 

108 3
 

108

R2 0. 071
 

0 0. 104
 

9 0. 126
 

1 0. 387
 

0

　 　 注:∗、∗∗、∗∗∗分别表示 P<0. 10,P<0. 05,P<0. 01,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2. 内生性处理

基准模型虽然对影响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主要因素进行了控制,但仍然可能存在遗漏变量的

问题,而且城市绿色财政支出与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之间还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 Hausman 检验结果

显示 P 值小于 0. 05,表明基准模型确实存在内生性问题。 因此,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来缓解内生性问

题。 参考王贤彬等(2021) [46]和边志强(2024) [17]的方法,选取“样本城市所在省份节能环保支出总额的

自然对数值”和“本省份其他城市节能环保支出总额均值的自然对数值”分别作为“绿色财政支出”的

“工具变量 1”和“工具变量 2”,进行 2SLS 检验的结果见表 4。 两个工具变量均不存在弱工具变量和识

别不足问题;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 1”和“工具变量 2”均与“绿色财政支出”显著正相

关;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两个工具变量拟合的“绿色财政支出”估计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在缓解内生性问题后,基准模型的检验结果依然成立。

表 4　 内生性处理结果

变　 量 绿色财政支出 土地绿色利用效率 绿色财政支出 土地绿色利用效率

绿色财政支出 0. 101
 

6∗∗∗(0. 021
 

1) 0. 077
 

6∗∗∗(0. 024
 

4)

工具变量 1 0. 795
 

0∗∗∗(0. 043
 

0)

工具变量 2 0. 554
 

0∗∗∗(0. 035
 

8)

样本量 3
 

060 3
 

060 3
 

036 3
 

036

R2
 

0. 798
 

7 0. 720
 

2
 

0. 791
 

0 0. 727
 

4

Anderson
 

canon. corr.
 

LM 334. 801∗∗∗ 241. 924∗∗∗

Cragg-Donald
 

Wald
 

F 342. 516∗∗∗ 239. 493∗∗∗

　 　 注:(1)所有模型均控制了控制变量以及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限于篇幅,控制变量和常数项估计结果略,下表同。

(2)使用“工具变量 1”进行回归时,剔除了直辖市样本。 (3)由于新疆和青海均只有一个样本城市,使用“工具变量 2”进

行回归时,剔除了直辖市样本以及乌鲁木齐市和西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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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确保基准模型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以下稳健性检验:一是更换回归模型。 考虑到

被解释变量“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是使用 Super-SBM 模型测算得出的,存在左截断情况,适用于 Tobit 模
型,因而采用 Tobit 模型重新进行检验。 二是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使用节能环保支出与 GDP 之比作为核

心解释变量“绿色财政支出 1”,重新进行检验。 三是解释变量滞后处理。 考虑到绿色财政支出对城市

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性,将解释变量进行滞后一期处理后重新进行检验。 四是剔除

特殊样本。 考虑到中心城市(包括直辖市、省会城市以及副省级城市)在经济发展和地理位置上具有一

定优势,将其从样本中剔除后重新进行检验。 五是缩短样本期间。 考虑到新冠疫情的冲击对经济社会

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借鉴边志强(2024) [17] 的做法,将样本期间缩短为 2010—2019 年后重新进行检验。
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 5,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本文的分析结果是稳健的。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　 量
土地绿色利用效率

混合 Tobit 模型 替换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滞后 剔除中心城市样本 缩短样本期间

绿色财政支出 0. 022
 

0∗∗∗(0. 006
 

8) 0. 024
 

1∗∗∗(0. 007
 

6) 0. 022
 

6∗∗∗(0. 008
 

2)
绿色财政支出 1 0. 948

 

3∗(0. 502
 

9)
L1. 绿色财政支出 0. 017

 

4∗∗(0. 007
 

4)
样本量 3

 

108 3
 

108 2
 

849 2
 

724 2
 

590
R2 4. 897

 

9(伪 R2 ) 0. 385
 

7 0. 347
 

3 0. 408
 

5 0. 435
 

8

4. 中介作用检验

绿色技术创新和公众环境关注度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见表 6。 “绿色财政支出”对“绿色专利申请

数”和“绿色专利授权数”的回归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绿色财政支出的增加显著促进了

城市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财政支出增加能够为企业和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更好

的创新平台以及绿色化的技术引导,从而有效促进绿色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而将绿色技术创新成果应用

于城市土地开发与管理,有利于优化资源利用,提升城市的土地绿色利用效率。 “绿色财政支出”对“百

度雾霾搜索指数”和“环境污染搜索指数”的回归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绿色财政支出的

增加显著提高了城市公众环境关注度。 绿色财政支出通过信息传播与宣传教育等渠道提升公众的环保

意识与环境关注度,同时绿色财政支出带来的绿色基础设施增加和环境改善可以进一步增强公众对环

境问题的关注度;而公众环境关注度的提升可以促使政府加大环境治理力度、优化资源配置,并推动企

业进行环保投资与技术升级,进而提升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 因此,绿色财政支出能够通过促进绿色

技术创新和提高公众环境关注度两条路径来提升城市的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假说 2 得到验证。

表 6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　 量
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路径 提升公众环境关注度路径

绿色专利申请数 绿色专利授权数 百度雾霾搜索指数 环境污染搜索指数

绿色财政支出 0. 042
 

7∗∗∗(0. 016
 

5) 0. 049
 

1∗∗∗(0. 016
 

4) 4. 176
 

0∗∗∗(1. 074
 

3) 1. 208
 

8∗∗∗(0. 347
 

1)
样本量 3

 

108 3
 

108 3
 

108 3
 

108
R2 0. 826

 

0 0. 827
 

2 0. 560
 

7 0. 14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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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调节效应检验

财政压力和创业活跃度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见表 7。 “绿色财政支出”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绿

色财政支出×财政压力 1”和“绿色财政支出×财政压力 2”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绿色财政支出×创业活

跃度 1”和“绿色财政支出×创业活跃度 2”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财政压力和创业活跃度在绿色财政

支出影响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中分别发挥了显著的负向和正向调节作用,即财政压力的加大会弱化

绿色财政支出的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提升效应,而创业活跃度高的提高会强化绿色财政支出的城市

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提升效应。 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见表 8。 “绿色财政支出×低碳城市试点”
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进行低碳城市试点能够强化绿色财政支出的城市土地绿色利

用效率提升效应。 进一步将样本分为“环境保护重点城市”与“非环境保护重点城市”两组,分组检验结

果显示,相比非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环境重点保护城市增加绿色财政支出对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提升作用

更大。 进行低碳城市试点和被列为环境保护重点城市都会促使城市通过强化环境规制来加大环境保护力

度,因此,环境规制在绿色财政支出影响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中发挥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即环境规

制的增强能够强化绿色财政支出的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提升效应。 综上所述,财政压力减小、创业活

跃度提高、环境规制增强都会强化绿色财政支出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正向影响,假说 3 得到验证。

表 7　 财政压力和创业活跃度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　 量
土地绿色利用效率

财政压力的调节作用 创业活跃度的调节作用

绿色财政支出 0. 035
 

6∗∗∗(0. 009
 

1) 0. 040
 

7∗∗∗(0. 010
 

2) 0. 016
 

3∗∗(0. 007
 

7) 0. 032
 

2∗∗∗(0. 010
 

6)
财政压力 1 -0. 020

 

5(0. 013
 

8)
绿色财政支出×财政压力 1 -0. 007

 

1∗∗(0. 003
 

1)
财政压力 2 -0. 029

 

6(0. 350
 

3)
绿色财政支出×财政压力 2 -0. 141

 

4∗∗(0. 058
 

6)
创业活跃度 1 0. 021

 

1∗(0. 011
 

0)
绿色财政支出×创业活跃度 1 0. 004

 

5∗∗(0. 002
 

3)
创业活跃度 2 0. 089

 

3(0. 082
 

4)
绿色财政支出×创业活跃度 2 0. 2215∗∗(0. 1006)
样本量 3

 

108 3
 

108 3
 

108 2
 

838
R2 0. 328

 

7 0. 329
 

1 0. 328
 

0 0. 3795

　 　 注:由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的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数统计口径变动(2020 年后指标调整),且区域覆盖不

全,“创业活跃度 2”变量的最终观测值为 2
 

838。

表 8　 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　 量
土地绿色利用效率

全样本 环境重点保护城市 非环境重点保护城市

绿色财政支出 0. 011
 

6(0. 008
 

5) 0. 028
 

4∗∗(0. 011
 

7) 0. 019
 

3∗∗(0. 009
 

8)
低碳城市试点 0. 862

 

1(0. 610
 

7)
绿色财政支出×低碳城市试点 0. 350

 

7∗∗(0. 153
 

4)
样本量 3

 

108 1
 

248 1
 

860
R2 0. 331

 

5 0. 215
 

4 0. 261
 

2
组间系数差异邹检验 P 值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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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进一步的讨论:异质性分析

1. 区位异质性

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在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生态环境以及绿色转型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绿色

财政支出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也可能具有异质性。 本文将样本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3 组①,分别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9 的(1)(2)(3)列。 在“东部地区”样本中,“绿色财政

支出”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在“中部地区”样本中,“绿色财政支出”的回归系数在 5%的

水平上显著为正;在“西部地区”样本中,“绿色财政支出”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 可见,绿色财政支

出显著提升了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且在东部地区的作用更显著。 其原因可

能在于:东部地区的城市经济发达,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市场化水平较高,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较强,能
够较好地利用绿色财政支出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加之财政压力较小、创业活跃度较高、环境规制较强,因
而绿色财政支出增加可以产生显著的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提升作用;而西部地区的城市经济发展相对滞

后,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市场机制不完善,财政压力较大,加之创新能力不足、人才短缺等问题,导致绿色

财政支出对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不显著。

2. 资源禀赋异质性

不同的城市资源禀赋不同,拥有丰裕自然资源的城市经济发展容易产生路径依赖,导致产业结构单

一、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 根据《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 年)》,将样本城市分为

“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两组,分别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9 的(4) (5)列。 在“非资源型城

市”样本中,“绿色财政支出”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在“资源型城市”样本中,“绿色财政

支出”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 可见,绿色财政支出显著提升了非资源型城市的土地绿色利用效率,
但对资源型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不显著。 其原因可能在于: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增长通常依赖

自然资源的开采及其相关产业,在长期的资源开采过程中积累了较多的环境问题,如土地退化、水土流

失等,导致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和绿色转型存在较大困难;同时,资源型城市可能因长期依赖资源开采而形成

政策惯性,对绿色政策的吸收、转化和应用能力较弱,影响到绿色财政政策的效果发挥。 非资源型城市的环

境规制政策通常较为严格,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和监管力度较大,严格的环境规制和较高的公众环

境意识可以促使企业和居民采取更多的绿色行为,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和环保政策实施,提升城市土地

绿色利用效率;同时,这些城市通常具有较为多元化的产业结构和较高的科技水平,能够更好地利用绿色财

政支出来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从而显著提升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

表 9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　 量
区位异质性 资源禀赋异质性

(1)东部地区 (2)中部地区 (3)西部地区 (4)资源型城市 (5)非资源型城市

绿色财政支出 0. 083
 

0∗∗∗(0. 009
 

7) 0. 030
 

1∗∗(0. 011
 

7) 0. 031
 

0(0. 027
 

7) 0. 031
 

1(0. 035
 

8) 0. 088
 

6∗∗∗(0. 012
 

7)
样本量 1

 

321 1
 

248 539 1
 

200 1
 

908
R2 0. 222

 

2 0. 206
 

5 0. 031
 

0 0. 055
 

8 0. 15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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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福建、广东、广西、海南、河北、江苏、辽宁、山东、上海、天津、浙江,中部地区包括安徽、河南、黑龙

江、湖北、湖南、吉林、江西、内蒙古、山西,西部地区包括重庆、甘肃、贵州、宁夏、青海、陕西、四川、西藏、新疆、云南。



六、结论与启示

在绿色发展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的背景下,提升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成为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路径。 作为政府推动绿色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举措,绿色财政支出的投入力度和实际效

果备受瞩目。 尽管绿色财政支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关于其如何作用于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研

究仍显薄弱。 本文采用 2010—2021 年我国 259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超效率 SBM 模型测度城市土地

绿色利用效率,通过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以及分组检验考察绿色财政支出对城

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绿色财政支出显著提升了城市土地绿色利用

效率,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绿色财政支出可以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水

平和提高公众环境关注度两条路径来提升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城市财政压力减小、创业活跃度提

高、环境规制增强都能够强化绿色财政支出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提升作用;绿色财政支出显著提

升了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在东部地区的作用更显著),但对西部地区城市土

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不显著;绿色财政支出显著提升了非资源型城市的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但对资源

型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不显著。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得到以下启示:第一,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绿色财政支出强度。 本文研究证

实了增加绿色财政支出有助于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提升,表明绿色财政支出的政策效果已经开始显

现。 应持续动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逐渐完善绿色财政支出制度,确保绿色财政支出持续增长并落到实

处。 第二,绿色财政支出应加大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并重视公众环境关注度的提高。 通过增加

研发投入、设立专项基金、提供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等手段,激发企业和科研机构的绿色创新活力;提高

财政政策透明度,加强对绿色财政支出项目的信息披露,包括具体的项目名称、投资规模、实施效果等,
让公众能够充分了解绿色财政支出的使用情况和成效;同时,建立和完善公众反馈机制,鼓励公众对绿

色财政支出项目提出意见和建议,形成政府、企业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绿色财政支出监管体系。 第三,改
善城市财政状况,激励创业发展,增强环境规制,以充分发挥绿色财政支出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提

升的促进作用。 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减轻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优化创业

环境,通过提供政策支持和资源倾斜、加强创业培训和支持服务以及建立绿色创业激励机制等措施激发

城市创业活力;强化环境保护措施,加大对环保违规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环保

活动。 第四,实施差异化和针对性的绿色财政政策,因地制宜推动绿色发展。 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
继续加大绿色财政投入,尤其要加大对绿色技术创新的财政支持力度,并强化环境规制与环保执法,提
高绿色财政支出的使用效率;在西部地区,积极探索更有效的绿色财政激励机制与配套措施,优化营商

环境,提高公众环境意识。 资源型城市应加大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增强绿色转型能力;非资源

型城市在保持绿色财政支出稳定增长的同时,要注重提高绿色财政支出的使用效率和效益,利用区位和

产业优势打造绿色创业创新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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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Can
 

Green
 

Fiscal
 

Expenditures
 

Improve
 

the
 

Green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Urban
 

Land?
YUE

 

Li,
 

JIANG
 

Li-wen
(School

 

of
 

Economic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Gansu,
 

China)

Summa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growing
 

popularity
 

of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improving
 

the
 

green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urban
 

l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trategy
 

for
 

promoting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As
 

a
 

key
 

initiative
 

of
 

the
 

government
 

to
 

promote
 

green
 

developm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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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green
 

fiscal
 

expenditure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in
 

terms
 

of
 

its
 

input
 

and
 

actual
 

effect.
 

However,
 

despite
 

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green
 

fiscal
 

expenditure,
 

the
 

research
 

on
 

how
 

it
 

affects
 

the
 

green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urban
 

land
 

and
 

the
 

mechanism
 

behind
 

its
 

impact
 

remains
 

limited.
In

 

this
 

paper,
 

259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21
 

a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ample,
 

and
 

the
 

Super-
SBM

 

model
 

is
 

used
 

to
 

evaluate
 

the
 

green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urban
 

land,
 

and
 

then
 

the
 

fixed-effect
 

panel
 

model
 

is
 

used
 

to
 

analyze
 

the
 

direct
 

effect
 

of
 

green
 

fiscal
 

expenditure
 

on
 

the
 

green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urban
 

land.
 

On
 

this
 

basis,
 

the
 

intrinsic
 

effect
 

mechanism
 

is
 

further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Green
 

fiscal
 

expenditure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green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urban
 

land.
 

( 2 )
 

Green
 

fiscal
 

expenditure
 

can
 

improve
 

the
 

green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urban
 

land
 

by
 

promoting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mproving
 

public
 

environmental
 

concerns.
 

(3)
 

Fiscal
 

pressure
 

inhibits
 

the
 

improvement
 

effect
 

of
 

green
 

fiscal
 

expenditure
 

on
 

the
 

green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urban
 

land,
 

whil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urba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promote
 

this
 

effect.
 

(4)
 

The
 

improvement
 

effect
 

of
 

green
 

fiscal
 

expenditure
 

is
 

significant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and
 

non-resource
 

cities,
 

but
 

not
 

in
 

the
 

western
 

region
 

and
 

resource
 

cities.
Compared

 

with
 

previous
 

studies,
 

this
 

paper
 

makes
 

two
 

main
 

contributions:
 

First,
 

it
 

explores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green
 

fiscal
 

expenditure
 

enhances
 

the
 

green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urban
 

land
 

by
 

promoting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creasing
 

public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analyzes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fiscal
 

pressure,
 

urba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his
 

process.
 

Second,
 

it
 

reveals
 

the
 

locational
 

and
 

resource-based
 

heterogeneity
 

of
 

the
 

impact
 

of
 

green
 

fiscal
 

expenditure
 

on
 

the
 

green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urban
 

land,
 

providing
 

empirical
 

evidence
 

and
 

a
 

basis
 

for
 

the
 

differentiated
 

formulation
 

of
 

urban
 

green
 

fiscal
 

policy
 

and
 

the
 

enhancement
 

of
 

urban
 

land
 

green
 

utilization
 

efficiency.
This

 

research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on
 

the
 

impact
 

of
 

green
 

fiscal
 

policy
 

by
 

offering
 

new
 

insights
 

and
 

perspectives
 

on
 

the
 

underlying
 

driver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enhancing
 

the
 

green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urban
 

land.
 

It
 

provides
 

a
 

research
 

found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efficient
 

and
 

sustainable
 

land
 

use.
 

It
 

is
 

essential
 

to
 

emphasize
 

the
 

driving
 

roles
 

of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public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deepen
 

fiscal
 

system
 

reform,
 

strength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ncourage
 

and
 

enhance
 

urba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nd
 

implement
 

targeted
 

policies
 

to
 

promote
 

the
 

efficient
 

and
 

sustainable
 

use
 

of
 

land
 

resources.
Keywords:

 

land
 

green
 

use
 

efficiency;
 

green
 

fiscal
 

expenditur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public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fiscal
 

pressure;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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